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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考释
*1

李威

（常州博物馆江苏常州 213022）

【内容提要】：近年钤有“九老仙都君印”的织物在江苏的明代墓葬中屡次发现。通过考证，可知此印文来源于

茅山道教，名号指向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同时道教认为该印具有诸般神力。以现有“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的发

现情况来看，随葬此物是流行于明代中期常州地区的一种地域性葬俗，证明了当时茅山道教对于周边世俗丧葬习俗

的影响力。

【关键词】：明代；九老仙都君印；道教法印；茅山

【中图分类号】：K871.45；K877 【文献标识码】：Ａ

一、“九老仙都君印”钤印布的出土情况

2002 年，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明墓中发现钤印棉布一方。该墓墓主为明代处士刘鉴，卒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

钤印棉布缝缀于墓主身着的棉布长衫胸口位置，看起来颇似官袍上的补子。布面上钤有一方两列六字叠篆阳文印（图一︰1）
［1］
，

印文释读为“九老仙都君印”，发掘简报中未释读印文，亦未注印文尺寸。

2004 年，江苏省常州市广成路明墓亦发现同样印文的钤印布一方。该墓墓主为明成化二年（1466 年）进士毕宗贤，卒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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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七年（1494 年），曾任奉政大夫、登州府正五品同知。钤印棉布装在毕氏胸口位置的一个布袋内，并衬纸保护，当时该印

被释读为“方老仙都君印”（图一︰2）
［2］

，其实印文与泰州刘鉴墓中一致，应为“九老仙都君印”。该印宽 6.1、高 6.5 厘米。

2005 年，常州市怀德南路明墓中又发现一方“九老仙都君印”钤印布。该墓未有墓志出土，根据简报，墓主应为明代中期

当地乡绅。钤印布也是出土于墓主胸口位置，印文样式与之前发现的两方钤印布一致（图一︰3）
［3］

。印文宽 6.2、高 6.5 厘米。

另，1997 年江苏武进王洛家族墓中王洛及其妻盛氏墓中也各出土钤印织物一方，王洛墓中为棉质，盛氏墓中为绢质，遗憾

的是所钤印文不清，故而发掘报告中未刊出印文。王洛卒于明正德七年（1512 年），盛氏卒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 年）。经

过笔者与武进区博物馆同仁观摩，认为这两方钤印织物上的印文也应是“九老仙都君印”，且印文样式也与前文介绍的相似。

这两印印文尺寸均为 6.3 厘米见方。

至此，江苏省内见诸于发掘简报的“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计三方，而未刊出者又两方，且印文基本一致。可见钤有“九

老仙都君印”的织物见于江苏地区明代墓葬中并非个例。

二、“九老仙都君印”考

钤印棉布上的印文来源于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九老仙都君印”为一方以尊神名号刻制的道教法印。九老仙都名号

所刻的法印于道教典籍多有提及。王育成先生在《道教法印考实》一文中详细列举了《道藏》中刊刻的“九老仙都君印”计 7

方，印文及样式或多或少有些差异，但皆与江苏出土的印文样式不同（图二）
［4］

；文中唯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元人周文英诗传》

钤印本上的“九老仙都君印”（图三）与江苏出土的印文一致，此方印旁有茅山上清嗣师陈天尹在明洪武年间的题字，名其为

“祖印”。元代《茅山志》中记载宋徽宗宠信茅山上清法师刘混康，“赐号葆真观妙先生，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
［5］

，因

此，王育成先生认为此印为北宋以来上清派传用法物无疑。如今茅山地方为茅山旅游所宣传的“茅山镇山四宝”中就有一枚“九

老仙都君印”玉印。该印宽 5.9、高 6.1 厘米
［6］

。现代茅山道士所书的各类灵符上依然钤有该印，印文也与江苏明墓出土的印

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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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代茅山上清嗣宗师刘大彬所撰《茅山志》载，“九老仙都君印”玉印曾于南宋末年失落，时隔四十余年后才通过一次

神异事件寻回
［7］

。且茅山玉质“九老仙都君印”明确见诸道教典籍是在元代，两宋道书中未有提及。故其是否确为北宋徽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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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令人生疑。其流传情况，并非本文主旨，在此不做深究。不过由明初以及现代茅山“九老仙都君印”的印文来看，可证实

江苏明墓出土的印文样式确源于茅山。

至于茅山玉印的尺寸与墓葬中出土的印文尺寸不符的问题，笔者认为钤印织物纤维伸缩导致印文尺寸发生改变是很可能的。

而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作为茅山派极为珍视的镇山重宝，玉印不会频繁使用，那么以原印为本翻刻若干复制品，再以复制品做

日常使用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如今香客在茅山求取的符箓，其上的“九老仙都君印”即为复制品所钤。因此，尺寸上的细

微差异并不影响其印文来源于茅山的判断（表一）。

表一 九老仙都君印印文对照表

印文 来源
印面尺寸

（厘米）

上清九老仙都之印

（图二︰1-5）
《道藏》 不明

九老仙都之印

（图二︰6-7）
《道藏》 不明

九老仙都君印

（图三）

《元人周文英诗传》钤

印本茅山陈天尹钤
未注

九老仙都君印

（图一︰1）

泰州市明代刘鉴家族

墓钤印布
未注

九老仙都君印

（图一︰2）

常州市广成路明墓

钤印布
宽 6.1、高 6.5

九老仙都君印

（图一︰3）

常州市怀德路明墓

钤印布
宽 6.2、高 6.5

九老仙都君印
常州市武进区王洛墓

钤印布
宽、高 6.3

九老仙都君印
常州市武进区王洛妻

盛氏墓钤印绢
宽、高 6.3

九老仙都君印
现代茅山玉质

九老仙都君印
宽 5.9、高 6.1

三、“九老仙都君”考

“九老仙都君”具体为何方神圣，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九老仙都君印”的宗教价值。但如今茅山宣传此印时语焉不详，

王育成先生文中也仅说“很像一位无所不能的大神”。

道教为多神宗教，自汉代道教产生以后，千余年间，道教派系林立，各有自家尊尚的道典，同一名讳的神仙在不同时代、

不同道派的道典中往往各有发挥。历代道籍中“九老仙都君”更似一个尊号，而非特指某一神明，其具体身份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太清境神官。早期天师道斋醮仪式中凡颂太清号，其中多有九老仙都君，如记载早期天师道出官上章醮仪的《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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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官章仪》中，太清号为“太清玄元无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万重道炁，

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8］

。南朝茅山上清派宗师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中将九老仙都君列于第四左位，与正一真

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以及西王母之师原始天王同列，为太清道主太上老君的辅臣，并在九老仙都君及九炁丈人等后注曰：“此并

太清三天东宫之真官，章奏关启学道所得。”
［9］

其二，海上仙王。六朝人假东方朔之名所撰《十洲记》载：“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万里。海四面绕

岛，各广五千里，水皆苍色，仙人谓之沧海也。岛上俱是大山，积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脑石桂、英流丹黄子石胆之辈百余种，

皆生于岛石。服之神仙长生。岛中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数万人居焉。”
［10］

文中称九老仙都乃是沧浪岛上的群仙之

首。另，唐代摘录上清诸经中神仙真人名号而编纂的《上清众经诸真圣秘》中言“第三十五扶桑大帝九老仙皇君，内名盈劫连、

邕玉升，地上音车离苦、去百毒。”
［11］

又唐末五代杜光庭撰《墉城集仙录》，其中王母的小女儿太真夫人有诗：“忽遇扶桑王，

九老仙都真。驾骖紫虬辇，灵颜一何鲜。启我寻长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鸿飞术，受以玉胎篇。”
［12］

据此，九老仙都君又与扶

桑大帝相联系。“九”字常被道教作为“阳数”，而扶桑大帝又常被认为是男仙的领袖，即东王公。

其三，神霄玉清真王。疑为北宋末神霄派道士所撰《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中有玉清真王“越班秉圭，翔

云而出，飞干旋巽，端圭再拜，拜已长跪于天尊前，乃说咒曰：吾是九老仙都君，敕汝五方雷部神，五方雷神速到坛，敢有后

至先灭形。急急如律令”
［13］

。九老仙都君在此经中又成了神霄玉清真王，而玉清真王又常指代南极长生大帝。

其四，九老仙都君即是太上老君。此一说摒弃纷繁神系，直接将诸多尊号作为老子化身，统一在老子名下。南宋谢守灏在

《混元圣纪》中认为：“谓之老子者，道之形也。应既不一，号亦无量。或三十六号，或七十二名，或号九天上皇……或号九

老仙都君……或号无为父，或号万物母。”
［14］

宋末元初茅山嫡传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中也有一致论述，认为老子“先天

而生，生而无形。后天而存，存而无体。惟无形体，故无定名。惟无定名，故隐显莫测。殆亦混沌氏之谓乎。其在天也，曰虚

皇天尊，无极大道君……九老仙都君……”
［15］

无论以上哪种身份，九老仙都君在道教的神系中都属高位尊神，其中尤以第四种最为符合宋元之际茅山“九老仙都君印”

诞生的时代背景。茅山属道教上清派，该派视元始天尊为最高神，而有意压低太清太上老君地位。茅山上清道团在道教历史上

声名显赫，其创立于南朝，唐代最为鼎盛，成为道教主流。自北宋，茅山上清派逐步式微，龙虎山正一派则日盛。北宋哲宗时，

茅山上清派仍能与龙虎山正一派、阁皂山灵宝派并称“符箓三山”，一同执掌江南道教。迨至南宋理宗时，茅山上清派开始受

龙虎山正一派节制。元成宗时，龙虎山天师张与材被敕封为“正一教主”，主领江南符箓三山，茅山最终逐步融入了以龙虎山

为首的“正一道”中。龙虎山张天师一脉一直尊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茅山“九老仙都君印”见诸道典正是茅山上清派合并于

“正一道”的时期。将太上老君的尊号印作为镇山重宝，正是崇奉元始天尊的“上清派”融入“正一道”中的证据。同时，明

初陈天尹称“九老仙都君印”为“祖印”，也符合正一道奉太上老君为教祖的现实。

四、印文功能

道教法印是道门诸法的重要法器之一，在道教科仪中不可或缺。关于法印的功用，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功

用在于“信”字。南宋《上清灵宝大法》卷二七“师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故用印之义，

近同世俗，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但名称近似世之官府者……”
［16］

；《灵宝玉鉴》卷一“法之为言正也，正其邪也。亦犹德礼

之有政刑，以道之齐之也。故章表、奏申、关牒、符檄，又必假天府之印，以示信也。印则各有师传者，欲天地神祇人鬼知所

行之法，有所受之也”
［17］

，可见道教法印功用与世俗官印相似，不同的是官印代表的是世俗的权威，而法印代表的是神灵和道

门的权威。

茅山“九老仙都君印”，是以尊神名号刻制，这类法印在道教法印中属大宗。单就这方印来说，其功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

个具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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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道士得到皇家承认的权威象征。在道教法印中，以天子颁赐的最为世俗所重视。此类法印最早见诸于《史记·孝武

本纪》，记述了西汉方士栾大向汉武帝求印一事。栾大通过向汉武帝谋求尊神名号法印，以证明其沟通神明的权利得到了皇家

的承认，这与《茅山志》记载的徽宗赐刘混康“九老仙都君印”一事所代表的寓意相似。《元人周文英诗传》上茅山陈天尹钤

“九老仙都君印”所彰显的即是这一层含义。因此，“九老仙都君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茅山法师通神的权利得到了世俗天

子的承认。

其二，茅山上清道统的传度法器。《茅山志》中“九老仙都君印”多与茅山宗师传度有关。“两传而至冲和先生刘混康，

时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总括三洞四辅，为盟传之师，仍赐白玉印以续宗坛之系。”
［18］

又有“赐与本山元符宫宗师玉印一颗，

上面刊著九老仙都君的篆文，更玉靶法剑一口，是与他代代宗师传度法箓用的。印剑与龙虎山张天师的印剑一般。”
［19］

是知“九

老仙都君印”就茅山而言，起到传度法器的重要作用。

其三，钤“九老仙都君印”是道士上章老师的拜章之仪。南宋宁全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二七《九老仙都印说》，述其渊

源、功用：“太清正一之道，乃玄元后圣付正一天师，有拜章之仪，用九老仙都印者，以太清同生八老，尊是太上为师，故弟

子上闻于师，以九老仙都印自章首……”
［20］

可见道教弟子给老师上章，需用“九老仙都印”钤于章首。这种“拜章之仪”是引

自神界，即太清境的八位尊神拜太上为师一事。

其四，通神的法物。作为刻有尊神名号的“印信”，法印必然会延伸出通神的力量。因此，道教法印在各类科仪中，往往

被作为沟通天庭、召役鬼神的凭证。故而茅山道士所画灵符上也多钤有“九老仙都君印”以示灵验。在注重记叙神鬼谱系、求

神要诀和各种趋吉避凶符书的《三皇内文遗秘》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清九老仙都印，佩之登山，狼虎精怪自伏，江河风雨顺

济，可管洞府仙官、吏兵。狼不能害，虎不能伤，水不能溺，临大危难，必有善生。常人佩之，寿命延年，伏诸邪鬼，百恶不

侵。治小儿夜啼、惊风及大人诸般疾患，并烧灰，用乳香汤调下立效。催生，下死胎，佩之安胎。妇人无子，佩之有孕。解咒

诅、冤枉，令人聪明，用之皆应。得之崇敬，慎勿轻慢。”
［21］

依上所述，此印用途之广，功效之强，可谓神乎其神。

茅山“九老仙都君印”的诸般功用中，第一、二、三项彰显了其于道门之中的重要价值。而第四项作为通神法物的功效与

世俗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明墓中出土“九老仙都君印”的钤印织物，其具体功效当是以道教教祖太上老君之印信，济幽度亡，

以此安抚亲属。而道籍中称该印由北宋皇家颁赐，又昭示了其正统性，突出了其灵效。其实，明代茅山道士出于布道和维持生

计的需要，一直向世俗大力宣传“九老仙都君印”的神效。明万历年间流行的神魔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第九、十回中

就有关于茅山“九老仙都君”玉印的神奇故事，直接反映出该印在明代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五、结语

明世宗之前，明朝皇室崇信道教，尤其推崇符箓道派“正一道”。符箓道派讲究斋醮仪式，画符念咒，以此驱鬼降妖，祈

福禳灾。终明之世，历朝皇帝大多广设斋醮，崇信方术，任用道士。“方士、道士与权臣、内侍互相依赖牵引，左右帝王，干

扰政治”
［22］

，更有多位皇帝修丹炼药以致殒身误国。明代的符箓道派不仅影响庙堂之上的皇家贵胄，同时也早已世俗化，植根

坊间各类民俗活动之中。斋醮祈福，念咒画符，占卜扶乩，相宅择穴等等道术流行于民间。道教参与民间葬礼由来已久，唐宋

时期道教度亡的斋醮仪式已十分完备，民间凶事延请道士的习俗也十分普遍。明初朱元璋亦十分重视民间这一风俗，有感于仪

式繁复靡费，敕礼部与道士宋宗真等一同拟定科仪格式颁行，即《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规定了度亡醮程序。由江苏明墓

出土的“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的位置来看，除王洛家族墓未注明位置，其余三墓皆置于墓主胸口，郑重其事，显得非常仪

式化。墓主身份包括文官、武官、处士和乡绅。墓葬中的其他随葬品也没有明显指向道士身份的证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出土钤印织物的墓葬，并非道士墓葬，或许只因墓主信奉道教，在下葬前聘请了茅山一脉的道士举行了度亡醮仪式。

道教茅山一脉，自南朝便植根江南传承千年，在周边地区有着深厚根基。常州府城距茅山宗门直线距离仅六十余公里，茅

山历代嗣宗师中常州府籍的高道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深受宋徽宗宠信的茅山上清法师刘混康即为常州人。明代同属符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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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茅山上清道团已融入到了“正一道”中，藉由皇室的大力推崇，明代茅山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如果单从常武地区

来看，自 20世纪末至今，凡出土有较完整纺织品的明代墓葬，大多随葬“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这一现象明确显示了随葬

“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是流行于明代中期常州地区的一种地域性葬俗，反应了茅山道教在当地的影响力，而泰州刘鉴墓的

发现，将这一葬俗的流行区域进一步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发现钤印织物的四座明代墓葬全部为浇浆墓，这种墓葬形式由于封闭性好，较之砖室墓更有利于墓中纺织品

的保存。在江南地区浇浆墓应于明代中期后普及，且从各级官员到下层平民，凡颇具家财者大多采用这种葬法。在明代茅山周

边四府，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和扬州府地区，比较重要的浇浆墓包括：南京徐俌夫妇墓、泰州胡玉墓、泰州刘鉴墓、泰州

森森庄明墓、泰州刘湘夫妇墓、常州市广成路墓、常州怀德南路墓、武进王洛家族墓、江阴薛氏家族墓、江阴叶家宕墓等。从

墓葬出土钤印织物的情况来看，常州地区明代浇浆墓出土钤印织物的比例明显最高。可见，茅山道教对该地区的丧葬文化影响

力之大。

“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是颇为难得的明代茅山道教参与葬俗的证据，对于研究明代江南地区道教文化亦具价值。考

虑到明代浇浆墓在江苏地区具有庞大的基数，且绝大部分的墓葬材料并未发表，相信以后还会有此类钤印织物的发现，我们应

多加关注，以期未来能以更多的材料，对这一现象作出更为科学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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